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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红山
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正式启动。牛
河梁、马鞍桥山等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
近年取得了新的重要收获。结合多年来对
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的探索，现简要谈谈
红山文化与红山文明研究需要重点关注
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助力“红山社会文
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的研究。

第一，关于红山文化的年代跨度问
题。红山文化到底有多“长”，以往学术界
的基本共识是自早至晚经历了 1500年的
时间。在发展阶段上，不论是“两期说”

“三期说”还是“四期说”，多是较为宏观
的认识，而少见更微观一点的探索。其
实，通过对“老材料”的再分析，结合不断
出土和公布的“新材料”，我们对红山文
化时间长度的确认和年代刻度的划分，
是完全可以再细致一些的，因为这直接
关系到红山文明出现的准确时间节点问
题。笔者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
一直被认为各自分立的红山文化和“小
河沿文化”，实际上应该是一体的考古学
文化，即“小河沿文化”的早中期和红山
文化的中晚期是年代相互对应、分布范
围一致、材料性质有别、文化属性相同的

“大红山文化”遗存。小河沿文化的晚期
才是“大红山文化”的末期。将“小河沿文
化”纳入红山文化的范畴之后，不仅填补
了红山文化进入到文明社会时期缺少平
民墓地和聚落材料的空白，也将整个红
山文化的年代跨度向下拉长了约 500年，
即从原来学界公认的前后持续 1500年左
右，拉长至距今 6500-4500 年的 2000 年
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是，开始于红山文
化晚期前段（以原红山文化晚期和小河
沿文化中期为代表）的红山文明或称红
山古国，也由原来的距今 5500-5000 年，
延长到了距今 5000-4500 年的红山文化
晚期后段（以原小河沿文化晚期为代
表），前后两段共经历了长达约 1000 年
的时间。如此，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本身
的“轴线”更长了，内涵更丰富了，与后
来本地区进入夏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和夏家店下层文明之间的亲缘关系，更加
明晰了。

第二，关于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问
题。红山文化究竟有多“广”，以往有人划
得偏大，有人划得偏小，至今没能形成共
识。分析其原因，问题主要是出在对红山
文化典型器物组合和基本特征认识的不
同。接下来，必须直面问题，开展更深入
的研究，从红山文化早期（距今 6500-
6000年）、中期（距今 6000-5500年）、晚期
前段（距今 5500-5000 年）、晚期后段（距
今 5000-4500 年）四个不同阶段入手，逐
一地进行地方“类型”的探索。红山文化
的地方类型究竟有哪些？每个类型的分
布范围和代表性器物是什么？以哈民忙
哈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到底能不能纳入红
山文化的范畴？这些问题不解决，红山文
化先民的属地范围和活动空间就无法确
定，从红山文化跃升到红山文明或红山
古国的核心区域亦说不清楚。

第三，关于红山文明的时间和标志问
题。红山文明到底有多“久”，主要涉及两
个方面：一是红山文明出现的时间，即红
山文明是在红山文化发展到哪个具体阶
段出现的？什么时候结束的？二是红山文
明形成的标志，代表红山“文化”进入到红
山“文明”的具体物质载体和文明符号究
竟有哪些，这些代表红山文明出现的各类
标志是逐步形成的还是同时出现的。不把
红山文明本身及其“前身后世”研究明白，
就很容易混淆“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
的区别，混淆红山文化出现和延续的时间
范畴与红山文明形成和延续的时间范畴。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全面分析和重新
认识处在红山文化晚期前后两个阶段上
的新、老两方面考古遗存。

第四，关于红山文明的材料和辨识问
题。红山文明究竟是啥“样”，从目前的发
现看，多数学者认为能够反映红山文明面
貌的是以牛河梁、东山嘴、半拉山等为代表的高等
级贵族或上层社会的墓葬类和祭祀类遗存，同时
期普通阶层民众的生活居址和墓葬尚未发现。可
以想象，只有前者、没有后者的红山文明社会肯
定是不存在的，因此以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
化进程研究”项目为代表，当前工作的关键和重
点就是加大力度寻找红山文明时期的普通聚落。
与此同时，也不应忽略另外一种可能，即红山文明
时期普通民众的生活遗存和埋葬墓地并非没有发
现，而是没有被准确辨识出来。例如，以大南沟墓
地为代表的原来被认为是小河沿文化中期的墓葬
材料，很可能就是大家正在寻找的红山文明时期普
通民众的遗存。换言之，原属于“小河沿文化”的“大
南沟”墓地，有可能就是红山文化发展到红山文明
时期的“平民坟茔”。

第五，关于红山文明的“生业”问题。辽西地区
的红山文明到底是基于哪一种生业模式而产生并
延续的，是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样的“农业
型”文明，还是有自身特色的“渔猎型”文明？目前
学术界对此问题有很大的分歧，关键在于相关研
究零星不成系统，单个遗址和单一时间段的研究
具体结论固然可靠，但对于整个红山文化和红山
文明而言，无疑是片面的、零碎的。我们期待从典
型遗址入手，对红山文化生业模式进行从早到晚
的全面分析和系统梳理，既要有定量分析，又要有
定性研究，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红山文化和红山文
明的经济成分和构成比重，正确认识由东北辽河
上游红山文化孕育而成的高纬度文明的自身特征
和特有模式。

第六，关于红山文明的“祭坛”问题。在牛河梁
遗址，发现了两类坛形遗迹，一类是“圆坛”，一类是

“方坛”。围绕坛形遗迹，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再做

深入具体的研究：其一，在性质认定上，为
何要称这些遗迹为“祭坛”；其二，在修建
时间上，特别是同一地点的两类坛，是同
时的，还是有先有后；其三，在具体作用
上，这些“祭坛”到底是为谁而修建的，是

“一坛一祭”还是“一坛多祭”，或是如部
分研究者所言，这些坛形遗迹兼具祭祀
和天文的双重功能。对于这些问题，不能

“想当然”，要给出个“所以然”，因此还要
下大力度开展研究。

第七，关于红山文明的“神”
种问题。牛河梁遗址有“女神”，
已是学界的共识。但是，除了
牛河梁“女神”之外，牛河梁
遗址和其他红山文化晚期
遗址中还发现有不少人形
雕塑，有陶质的，也有石质
的，这些雕像究竟是属于

“神”的范畴，还是属于
“祖先”的范畴，两者应
该如何区分和界定？
此外，红山文明时期
除了“女神”外，是否
还有“男神”，是否
还有“动物神”？诸

“神”在红山文明
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时间上有没有
先后，地域上有没有
不同，级别上有没有
差异，这些都是当前迫
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第八，关于红山文明“女神
庙”的“身份”问题。作为红山文明的标
志物之一，“女神庙”已为大家熟知，但“女
神庙”究竟是何时建造的，使用了多长时
间，目前还没有定论。具体说来，“女神庙”
究竟是在牛河梁“下层积石冢”阶段建的，
还是“上层积石冢”阶段建的，如果一些研
究者提出的“女神庙期”成立，那么“女神
庙”与牛河梁“上层积石冢”和“下层积石
冢”究竟有无关系、有何关系。此外，“女神
庙”究竟是为谁修建的，是为牛河梁某一
个地点的冢内贵族而修，还是为牛河梁多
个地点或者全部地点的冢内贵族而建。最
新的考古发掘表明，“女神庙”不是孤立存
在的，其周边还有一些性质相同乃至级别
更高的建筑。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女神
庙”的“身份”恐怕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应
该紧密结合新材料进行新探索。

第九，关于红山文明“积石冢”的“性
质”问题。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那些高大
的“积石冢”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当前的讨
论并不充分。我们倾向于牛河梁遗址已公
布详细发掘和调查资料的十六个地点（有
报道称有 63处）可能为“一点一王”，即每
个地点发现墓葬的“积石冢”就是埋葬一
代（世）“王”的“王陵”。冢上中心大墓埋
的是“王”，周围小墓埋的是与“王”有血
亲或姻亲关系的王室成员或权贵重臣。

“积石冢”有大有小，“随葬品”有厚有薄，
反映的应该是红山文明时期不同时段的
国力强弱与经济兴衰。冢与冢之间是时
代的变化，不是一个时期内等级高低的
差别。值得注意的是，牛河梁部分“积石
冢”有明确的“上层”和“下层”之别，表明
这些属于“王陵”的区域是可以持续埋葬
或者被重复利用的，其缘由需要我们做仔
细的探究。

第十，关于红山文明多处“积石冢”的
关系问题。除了建平牛河梁，在朝阳半拉
山、喀左东山嘴、阜新胡头沟、敖汉草帽
山、凌源田家沟等多处遗址都发现了红
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积石冢。这些积石冢
在时间上还能否区分出早晚，在等级上
还能否划分出高低。如果认为牛河梁发
现的部分大型“积石冢”属于“王陵”和贵
族墓地性质，那么其他几处遗址发现的

“积石冢”的性质又该如何确定。对此，我
们的初步判断是牛河梁“积石冢”只是红
山文明某一发展阶段上形成的部分“王
陵”和贵族墓地，而半拉山等其他几处积

石冢则是先于或晚于牛河梁“积石冢”阶段的红山
文明另外几个不同时期的“王陵”和贵族墓地。

从上述十个具体问题出发，对红山文化和红山
文明进一步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研究，新认识、新突
破未来可期。与此同时，理念和思路也很重要，不仅
要有新视角，更要有新内容和新要求。

首先，从表象上看，红山文化研究和红山文明
探索好像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
的两个方面。红山文化孕育了红山文明，红山文明
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红山文化，两者无法分割。要
想对红山文明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就不能不对红山
文化做更全面系统的探讨。只有这样，红山文明研
究才能取得新的突破。

其次，从研究上看，红山文明的讨论和阐释，必
须从考古材料出发，必须从基础研究入手，既要与
时俱进，又要循序渐进。首先是对新、旧材料的系统
消化，其次是田野考古发掘现场的“精耕细作”，还
有就是各类科技手段的交叉运用。只有将“发现新
材料”和“材料新发现”两相结合，红山文明的认识
才能更客观、更准确。

最后，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分布在中国东北地
区，孕育它们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与其
他地区的早期文明有所不同。在准确辨识和提炼红
山文明模式与特征的过程中，不能随意选用其他地
区现有的文明模式和标准来套用红山文明，而应一
切从考古材料出发，本着切合实际、严谨认真、实事
求是的态度。只有如此，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总之，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的研究，是一项长
期而艰苦的学术探索工程。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材
料、新方法和新认识，我们要用动态的思维去理解、
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平和的心态去面对。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正如展览副标题“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
卷”所言，“玉润中华”时间跨度之长、空间跨度之
广，都是同类展览之冠。展品来自全国四十余家

文博单位，共600余件。展览共分三个大的展区，分
别是新石器时代的“玉生华夏”，三代至汉的“玉成中

国”，以及魏晋至明清的“玉美神州”。“玉生华夏”由玉
器起源阶段的“万年”和史前玉器多元发展阶段的“星

辉”两个单元组成；“玉成中国”分为夏商西周时期行礼以
玉的“呈礼”阶段，和东周两汉时期君子为玉的“比德”阶段；

“玉美神州”则是包括了从三国魏晋到唐宋阶段体现多元交融的
“琼华”单元，和体现明清玉器手工业高峰的“巧思”单元。整个展览
的单元划分，呼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宏观节奏，用玉器书写了中华
文明的历史长卷，也由玉文化体现出中华文明不同阶段的特质和
时代精神。

从考古工作者角度观展，最值得称道的无疑是整个展览体现
出的学术性和当代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精品文物展，而是处处体
现出策展人将玉器置于不同情境中的“苦心”。

首先，以考古出土背景为依据复原的，是从新石器开始各类玉
器饰品的穿戴使用方式。从黑龙江小南山出土最早的玉玦作为耳
饰，到江苏东山村马家浜晚期 M101 开始出现用玉璜组佩当作颈
饰，再到良渚早中晚不同时期高等级男女的全套佩玉体现出超越
装饰性的礼仪制度（图一）。根据墓葬中出土位置来复原各类玉器
的使用方式，这是考古学研究玉器的重要途径和成果，在展览中通
过人形牌“穿戴”的方式向观众展示，非常清晰直观。一方面不多费
口舌就解释了各类玉器的功能和使用方式，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早
期玉器从“以玉为美”的装饰品到“以玉为礼”的身份标志物这样一
个发展历程。

第二类颇费心思的，是用玉器同其他出土文物和文献相互印
证来展示的“情境”。比如凌家滩出土的玉钺，和同时期江苏海安青
墩出土的陶质装柄钺模型一起展示；仰韶文化的玉石钺，则佐以鹳
鱼石斧彩陶缸的图像资料。虽说对于专业学者而言，钺在新石器时
代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穿孔石斧可谓通识，但对于普通观众来讲，这
样的互证才能望而生义，看懂钺这类玉器。又比如在展示汉代流行
的“贝带”装饰和玉具剑时，通过不同地点出土陶俑和各类玉器实
物的辉映，体现出文献记载中西汉早期贵族的穿戴规格。还有印象
颇深的一例是青岛土山屯西汉晚期墓葬出土的玉韘形佩，同出的
墨书遣册上记录了“玉玦一”，两者互证可知当时的“玦”就是贵族
佩挂于腰间被学界称为韘形佩之物，可见玉玦到两汉时期已经有
了不同的用法和意义（图二）。这些由专业研究所谓多重证据法得
来的对玉器及其所处时代社会的认识，通过多重展示的手段表达
给了观众，一个玉器展览的展品不惟玉器，也算是特色之一。

还有一些超出玉器的展品和展示方式，则可以说是对历史场
景的复原。比如明代文人案头复原的各类文房四宝和玉器，观众里
的“文玩”爱好者看了肯定也会爱不释手，文人精神和玩好之趣就
这样通过场景复原连接了古今。而有些历史场景的复原可能只有
考古专业的同行才能体会，比如在展示石峁文化玉器时，借展了一
块同样出土于石峁遗址的石雕，我一开始以为是要说明石雕纹饰
同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的渊源，但发现石雕是同石峁出土的玉钺玉
刀这些片状带刃玉器放在一个通柜，因此猜测策展人是要体现“藏
玉于墙”的石峁文化用玉特点，一块石雕、一把玉钺，就完成了展览
对北方那座巍峨石城的抽象复原。

除了将玉器置于历史语境中这个特点，展览中还有很多策展
团队学术功力的体现。最突出的当然是选择展品的用心。首先有很
多新成果新发现及时体现在了本次展览中，比如黑龙江小南山出
土的目前中国最早的玉器，湖南孙家岗和湖北谭家岭出土的肖家
屋脊文化玉器的重要新发现，还有凌家滩众所周知的6件玉人之外
近年新发现的残断立体跪坐玉人等，这些展品均来自最近几年的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也使得这个展览具有了时效性。而我不够
熟知的历史时期玉器中，相信也不乏这样的用心。战国两汉玉器
中，让我这个外行最眼前一亮的是来自于巢湖博物馆的一组战国
晚期玉器，玉璧、玉卮，件件精品；而定州博物馆藏中山王墓出土的
东汉时期西王母玉座屏，精彩程度更是让人驻足不前。一般人就算
对两汉玉器略有了解恐怕也不及这样来自地方博物馆的重要文
物。战汉之后玉器的发展繁荣，使得展品的挑选不再局限于各省级
考古机构和博物馆，这也需要策展团队具有足够的学识和慧眼，才
能兼顾展品的代表性和新鲜感。

另一个体现策展人学术功力的是对各类玉器年代的准确识读
和“物归原处”的大胆安排。由于“玉”独特的材质具有恒久性和便
携性，因此同样的玉器常常超越时空框架的限制，出现在不同地域
和不同时代中，就像乾隆皇帝喜好收藏上古玉器一样，玉器的延续
发展进程中不乏长距离交流和各类“早期遗留物”。在这次展览中，
比比皆是被放回玉器制作年代的“晚期”文物。比如新石器时代长
江中游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的展示单元中，就有出土于西周时期山
西曲沃羊舌墓地的一件玉神面，以及首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收
藏的肖家屋脊玉器。比如晋侯墓地、虢国墓地等西周重要的贵族墓
地中，常常出土来自商代的早期遗留物，有些是有领环、玉戈这样
惟殷商流行的玉类，也有些是制作工艺上可以看出商代技术特色
的小型玉器，这些都被放到了商代的展示单元，一方面丰富了展览
当中商代玉器的分量，一方面也使得西周时期行礼以玉的特质更
为突出和纯粹。还有像海昏侯墓和南越王墓当中的一些带有战国
时代风格的玉器，也都被放回到东周不同列国地区的展块当中。有
意思的是，肖家屋脊文化所处的龙山时代、商周之际和战国晚期，
均是人群交流和社会融合的大时代，后世所得的超越时空的遗留
物多来自这样的历史阶段，正是玉文化体现时代精神和文明特质
的最好证明。

在庞大的主线下兼顾玉器研究的不同视角和尺度，也是“玉润
中华”展览值得反复观看之处。以“星辉”为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单独划分了让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相互“对话”的单独展区，就
兼顾了以考古学文化为单元的区域视角和以玉器为线索的文化交
流互动之意，尤其是看到体型庞大的牛河梁16地点出土玉人，和凌

家滩玉人置于同一个空间内，颇有意味，值得比较。同样，对良渚文
化玉器的展示显得尤为全面系统，兼顾了玉器料、型、纹的特质，包
括了生产体系、使用制度和精神观念等不同维度。熟悉良渚文化的
可能会发现来自反山M20的四件玉琮并没有按照共存关系集群展
示，乍一看这似乎拆解了玉器出土的配伍关系，但稍留心就会发
现，这四件玉琮根据各自的特点分别讲述了关于良渚玉器不同的
故事，包括葬玉礼仪制度的体现，神人兽面纹饰的比较和良渚玉器
的选料。在有限的展示空间内，能兼顾良渚文化不同阶段不同区域
的社会，纹饰母题的嬗变甚至源流，一方面得益于南博丰富的文物
资源和浙江同行的鼎力支持，另一方面也是策展人学术追求的体
现。另一个让我反复观看的展区是东周阶段，这一单元的主题是

“比德”，主线是玉器从外化的礼仪秩序往个人德行及审美的转变，
副线则是以春秋战国各列国为区域单元的多元比较。山东临淄出
土的春秋晚期水晶玛瑙玉串饰（图三），同本地区战国晚期出土的
楚式玉组佩遥相呼应，这两组展品均突出体现了由材质及设计之
美，观众转身回眸，便间于齐楚，在务实的齐文化和浪漫的楚文化
间穿越数百年，看到了那个缤纷多彩的战国时代。

需要提到的还有展览的形式和灯光设计。玉器本身器型很小，
需要被观看的重点有时是纹饰细节，有时是材质温润，又各有不
同，因此玉器展览对灯光和形式设计的要求很高。“玉润中华”展览
设计了不同的主色调来呼应展线上的内容和节奏，比如一开始以
绿色为背景，渐次变成深蓝色的展块，然后是黑色背景，最后明清
皇家玉器辅以红色。用这样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带动观展的节奏，形
式设计完全没有喧宾夺主之处，是不让观众看热闹，引领观众看门
道的意思。从专业角度讲，这次的打光也是非常细致用心，很多之
前在图录或者展厅中没有办法观察的纹饰细节和制作痕迹，这次
都能清晰地展现，甚至可以直接拍摄下来。比如山西黎城出土的龙
山时代刻纹玉钺（图四），江苏溧阳采集的龙山双面刻纹玉圭等等，
因为这类刻纹较浅，加上传世过程中多有磨损，因此无论发表线图
还是现场观摩都有所欠缺，这次的展示当可补足这样的遗憾。展柜
中各类配合文物的集中光束，也使得每一件展品都是主角，静静地
站在舞台中央，摆出它最美的角度，吸引着众人的目光，也教会观
众去领略文物之美。

最后，个人而言遗憾有二。第一是在新石器部分，还有不少区
域社会的玉文化未能得到充分展现，比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
和齐家文化没能得到充分展示，只用了几件南京博物院的旧藏。没
能完全体现玉生华夏中的“华夏”部分。但瑕不掩瑜，要用 600余件
文物讲述万年玉器与文明史，我想这样的遗憾总是难免的。遗憾之
二是囿于我的学识所限，对于玉美神州的部分，无法充分体会到策
展人的匠心和文物之美，策展人左峻先生原先就主笔过玉器通史
当中的三国魏晋南北朝玉器，肯定最后一个章节中也充满了巧思
和亮点，希望有机会能看到其他专家的点评和策展人自己的解读。

很高兴得知这个展览的展期会跨越龙年，到2月18日闭展。在
此，以观展心得的方式向广大读者和观众隆重推荐。评价一个展览
肯定会有不同角度和标准，“玉润中华”无疑是一个精彩的玉器展，
同时也绝不只是一个关于文物的展览，我想这就是对它最好的评
价吧。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玉器在中国的发展自新石器开始源远流长，是理解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讲清楚中

国文化源流和特质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2023年11月7日开幕的“玉润中华”，是南京博物院庆祝建

院90周年特展，也是一场关于玉器、玉文化和中华文明史的盛宴。笔者受邀参加了南京博物院“玉润中

华——玉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因此有机会获得夜场观展的特殊机会，在会期前后也跟着拥

挤热情的观众反复观展多次。从考古专业和普通观众的角度，这个展览都值得推荐，不容错过。

图一 用人形展示的良渚文化玉器使用

图四 山西黎城玉钺的打光效果

图三 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
水晶组佩

图二 汉代韘形佩（玦）同出土墨书遣
册互证


